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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從檢討近年來幾位學者關

於當代中國基督教之研究為主，梳理

他們在思考「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

轉型」問題時所置身的視野與立場，

以及他們對當代中國基督教所能發揮

之社會影響力的評估。筆者認為，當

代中國基督教信仰人口的快速增加，

不僅反映中國人民在一定的程度上得

享信仰自由，同時，在他們的論述中，

也可以看出某種促使基督教「介入」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論爭立場。本文

將分析他們的論述，強調他們如何思

考中國社會轉型的問題，同時，筆者

也會嘗試評論他們的侷限性。 

 

王志勇 

   

王志勇在《中國改革與清教徒精神》

一書中，藉由檢討中共建國以來的歷

史過程，提出中共執政與信仰自由之

關係的四個階段： 

 

1. 統戰路線與改造階段：強調

「基督教是帝國主義麻醉殖民地

人民的鴉片」，並將宗教問題視為

「政治問題」處理。此時，中共建

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

會」（三自會），強化對於中國基督

教的控制，使家庭聚會地下化。 

2. 強硬路線與消滅階段：此階

段以 1958年人民公社運動至 1978

年鄧小平執政之期間為主。在此階

段中，專制統治與政治運動使得教

會、神職人員遭到肅清，其中包含

三自會的成員也受到政治打擊，而

不少基督徒也因此喪失信仰自由。 

3. 溫和路線與控制階段：1978

年，鄧小平執政，受「實事求是」、

「非意識形態化」為核心所倡導之

「改革開放」的政策影響，三自會

在統戰部與宗教事務局的主導下

重新恢復活動，同時，在承認家庭

聚會之信仰現況下給予某種程度

上的寬容對待。至江澤民執政後，

注重健全的法制體系，試圖以法律

來管理宗教問題，但因缺乏新聞自

由和司法公正，故政治往往凌駕於

法制之上。不過，相較於之前的階

段，無論是三自會或是家庭教會都

逐漸地復興，並享有一定程度的信

仰自由。 

4. 憲政路線與開放階段：在此

階段中，中國共產黨注意到憲法的

重要性，以及從革命政黨轉化為現

代政黨的必要性，因而為民主與法

治帶來若干正面作用，使國家對宗

教與社會的控制力有所下降。不

過，「人治」問題仍然使得信仰自

由受到若干限制，而地方行政法規

也對地方上信仰實踐的形式有所

壓抑，因而產生許多未按政府規定

登記的「家庭教會」。 

 

從上列的四個階段來看，信仰自由程

度的擴大，已是顯著的事實。然而，

王志勇認為，現階段中國官方對於「家

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的區分，是

中國教會史上特殊的現象，「這種命名

和劃分本身就是因為在真道上不清楚

的緣故，政治上的定義遠遠大於宗教

上的定義。」（頁 89）王志勇指出，要

求支持向政府登記的政策及「三自教

會」的領導，無異於支持官方之無神

論對於教會的控制，「這是對主耶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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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對教會的主權的公開的蔑視和褻

瀆」（頁 90）。 

 

  王志勇認為「三自教會」所強調

之「自傳」、「自養」、「自治」的原則，

乃是「二十世紀民族主義與人本主義

新神學結合所生的產物」（黑體字為筆

者標示，下文同），相反地，教會實質

上應是「神傳」、「神養」、「神治」（頁

90）。此並非是在主張神權政治，而是

要求國家權力與教會內部之野心份子

「向真理敞開」，避免淪為任何形式的

暴政，而對於宗教問題的處理，不應

動用國家權力來鎮壓某個宗教或教

派，否則將可能使受迫害之信仰者轉

向政治，並因此透過政治化的教義詮

釋而強化國家與宗教二者間的對抗

（頁 101-103）。此外，王志勇也認為

馬克思主義無法解決人生意義的問

題，只能激發「處於困難之中的人的

仇恨」，而在馬克思主義無法繼續作為

主導性意識形態的現實下，中共所提

出之「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思想」

或「三個代表」等主張，只會繼續掩

蓋官方意識形態對信仰問題之解答的

貧乏（頁 104）。 

 

  我們可以看出，對王志勇而言，

中國信仰自由的深化與信仰實踐，與

中國政治、社會轉型有著重要的聯

繫。從政治關係的角度來說，基督教

有利於保證公民人權、遏制國家權力

之憲政格局的建立，使政教關係傾向

自由主義式的憲政原則；從經濟的角

度來說，《聖經》也提供私有財產制度

的原則，從而使「以身分為主的社會」

向「以契約為主的社會」的轉變得以

可能；此外，他也認為，《聖經》也提

倡勤儉知足，因而能夠使人殷勤地勞

動，滿足現有，而不以他人為逐利的

手段（頁 108-109）。 

 

  對於基督徒如何積極地「介入」

中國政治、社會轉型，王志勇主張，

教會必須「以耶穌基督為惟一的元

首」，拒絕任何個人、組織、國家凌駕

於教會之上；教會也必須放棄「反律

主義」（蔑視國家法制）與「反智主義」

（忽視現實知識以及對於社會的關

懷），而必須建立「全方位的世界觀」；

放棄祕密會社式的組織形式，使教會

受到社會的正常監督；實行「政教分

離」的原則，教會不得直接參與政治、

經濟事務，但基督徒應當積極關心政

治、經濟事務，「努力使中國社會更加

合乎聖經中所啟示的公義原則」（頁

116-117）。 

 

余杰 

   

余杰在《誰為神州理舊疆？──中

國的信仰重建與社會轉型》一書中，

對中國官方試圖以「傳統文化熱」來

支撐「大國崛起」之意識形態立場進

行批判。余杰認為，中國在經歷毛澤

東時代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

其樂無窮」的政治運動及鄧小平時代

之「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後，中

國成為「基本價值缺席、道德倫理崩

解的廢墟」（頁 29），而中國官方為了

填補基本價值缺席、道德倫理崩解，

於是藉由「傳統文化熱」以「煽動狹

隘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頁 30），

試圖為自身塑造合法性與意識形態。

對此，余杰指出，傳統文化是一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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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複雜的概念，是「鮮活的、動態的，

而不是僵化的、凝固的」，且「傳統文

化並不是要被全盤打倒和否定的，其

中也有可能實現現代轉化的、符合普

世價值的部分」（頁 31）；此外，中國

官方所試圖恢復的傳統文化，「僅僅是

豐富複雜的傳統中那些有利於維持其

統治的糟粕部分，換言之，就是與普

世價值對立的、無法實現現代轉化的

部分」（頁 31-32）。i余杰認為，「傳統

文化熱」並非中國社會文化自身發展

的結果，而是藉由政治權力所推動的

意識形態，故無法有效地恢復傳統文

化與道德倫理，亦無助於解決當前的

社會危機。此外，對於胡錦濤之「和

諧社會」、「以人為本」的意識形態主

張，余杰也強調，此種來自於儒家思

想的理想，僅能出於統治者的「善

意」，但若缺乏對絕對權力的制度性制

衡，則「和諧社會」的理想必然無法

以自由、人權作為前提而實現，而「以

人為本」的理想則是建立在排除農民

和城市貧民之權益之上。ii
 

 

  在余杰看來，中國當前的狀況是

基於一套「奇特的官方意識形態」所

致：「最壞的資本主義」（對民眾財富

和自然資源的赤裸裸地掠奪）、「最壞

的社會主義」（黨國壟斷所有重要的行

業）以及「最壞的傳統文化」（儒家的

忠君思想、法家的權謀術、道家的縱

慾主義和佛家的犬儒主義）三者間的

扭結（頁 40）。余杰認為，惟有民主能

夠抑制專制，但真正的民主必須建立

在「有上帝的民主」的基礎之上，他

稱此為「以神為本」的民主，其精義

在於強調人因為神創造、具有不可剝

奪的尊嚴與權利，惟有如此方可為民

主確立普遍的道德基礎，這與缺乏核

心價值、唯利益是問的「實用理性」

是不同的（頁 41-42）。 

 

  此外，余杰也批判華人教會「非

公共化」，即普遍忽略社會文化使命的

問題。余杰指出，華人教會「非公共

化」的原因有三： 

（1） 中國民間信仰對基督教

的制約，其中特別指涉信仰的高度

實用化和功利化，即基督教僅須滿

足傳統民間信仰所強調之醫病趕

鬼、發財致富的作用。此外，民間

信仰存在某種神祕主義的取向，因

而忽視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故

對公共事務缺乏關注； 

（2） 受靈恩式信仰形式的制

約，以及為社會福音取向的信仰所

影響，前者表現在農村的基督教信

仰中，後者則指城市的知識分子多

半以強調慈善與教育事業的關

注。如此使得中國基督徒自我設

限，無法在公共領域中彰顯信仰，

對文化、政治、經濟、法律等議題

無法產生影響力； 

（3） 中國官方藉由三自會對

中國基督徒之信仰自由予以限

制，而部分被三自會所吸納的教

會，很快的失去了信仰的本質，同

時，家庭教會也習於處在「半地下」

的發展空間而並未公開化（頁

46-47）。 

 

余杰論到：「正因為這種『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的境況，『非公共化』成為

許多華人教會自我保護的一種生存策

略。然而，許多公共性的議題都與基

督徒的信仰及日常生活水乳交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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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政教分離』的說法來躲避之。」

（頁 48）就此而言，華人教會最大的

危機其實在於如何發揮社會文化的使

命，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對社會中

存在的種種不公義的現象與問題進行

批判。iii
 

 

  余杰認為，基督徒必須從神學的

視野思考法律和政治的問題，並肩負

起在拓展人類自由的事業上無可迴避

的責任（頁 50）。中國基督徒必須為價

值與倫理的真空賦予新的活力，其方

法是藉由《聖經》的原則使中國文化

與倫理的硬殼逐漸地被打破。此外，

中國基督徒也應推動宗教立法，一方

面為中國基督徒爭取信仰自由，另一

方面也借此為中國人民爭取信仰自

由，尤其是關於家庭教會之合法性的

問題。iv再者，中國基督徒應爭取公開

傳福音的機會，尤其是利用大眾媒體

來發聲，此涉及言論自由、新聞出版

自由等權利的爭取（頁 53-54）。另外，

余杰也認為，教會必須提升自身的文

化修養與人文學術視野，使教會具備

對於公共事務討論的能力，對於若干

敏感的社會問題，也應該積極地參與

討論或行動（頁 56-57）。 

 

  此外，余杰認為，中國當前面臨

社會轉型，必須使基督信仰為社會轉

型提供三種核心價值：（1）人權至上，

以此作為對國家主權之批判與堅持人

的自由與尊嚴；（2）寬容與和解，此

尤其針對當前戶口制度與歧視性的城

鄉二元體制，以及官方維穩方針所造

成的社會衝突等問題有所批判；（3）

愛與信任，此對立於當前中國社會普

遍存在的貪婪、虛空與絕望的氣氛，

破壞了真正的社會和諧，政府對於公

民、以及公民彼此間缺乏信任，余杰

認為，惟有透過基督信仰中強調的「聖

約」觀念，不僅能夠建立「契約社會」，

更使「愛人如己」與「愛鄰舍」的精

神建構中國社會的真正和諧（頁

83-85）。 

 

李凡 

   

李凡在《當代中國的自由民權運

動》一書中，強調家庭教會與中國民

主政治的關聯性，並認為家庭教會具

有的「社會運動」的特質：「從本質上

來看，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並不是政治

現象，而是文化現象，不過和政治有

很大的關聯。」（頁 192）家庭教會雖

不直接涉入政治事務，蛋在爭取信仰

自由一事上，卻間接地與政治有所關

聯。 

 

  李凡認為，中國基督教「社會運

動」的特徵在於： 

（1） 家庭教會人員結構的變

化：有別於過去農村家庭教會以農

民為主的成員組成，自六四以後，

知識分子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增

加，甚至，從當前的狀況來看，溫

州沿海地區出現有以企業家為主

的家庭教會，北京則有以知識分子

為中心的家庭教會，上海、武漢、

成都等城市也有許多知識分子加

入家庭教會； 

 

（2） 家庭教會逐漸從地下走

入公開：李凡特別提到 1998 年家

庭教會所發表的《中國家庭教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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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宗教政策及三自的態度》和

《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兩份文

件，「前者呼籲中國政府正視家庭

教會的存在並調整其對待家庭教

會的政策，而後者則試圖盡可能的

對家庭教會中所出現的不同宗教

教義的基礎達成共識，為家庭教會

各教派的團結奠定基礎。」另外，

家庭教會也公開要求登記為合法

的宗教組織； 

（3） 全國傳教網絡的建立：

在浙江地區，家庭教會將當地外來

的農民工「組織化」，利用工作以

外的時間向他們傳教，使他們在回

到故鄉後，能夠在當地傳教，而浙

江地區的教會也提供他們在傳教

事務上的協助，包括人員與資金的

支持，借此建立全國性的傳教網

絡； 

（4） 家庭教會建立起獨立的

公民社會組織：家庭教會在地方社

會上推動教育、識字、娛樂等大眾

教育活動，而在政府無法有效地推

動大眾教育的偏遠地區，家庭教會

也能可發揮一定程度上的教育與

經濟作用，有助於提高社會文化水

準； 

（5） 基督教為中國帶來新的

思想與信仰：李凡指出：「在西方

漫長社會的發展中，基督教演變出

具有資本主義倫理精神的新教，並

逐步展現西歐社會教權和政權分

離的權力制衡，並最終在批判專制

主義和提倡人道主義、以及自由精

神的基礎上發展出民主政治體

制，而這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根本

見不到。」就溫州的基督徒商人而

言，他們持守新教倫理精神，並藉

由推動社會公益促進社會變革； 

（6） 地方政府對家庭教會的

態度轉變：中國部分地方政府已不

再藉由鎮壓政策來管控家庭教

會，雖然家庭教會仍未合法化，但

地方政府往往採取某些融通的辦

法，如北京守望教會於 2009 購買

新的聚會地點而受到政府所限

制，家庭教會成員藉由公開聚會的

方式，形成社會壓力，促使政府不

再堅持強硬態度。對於地方政府而

言，雖然「維穩」仍是首要之務，

但除非出於上級的壓力，否則地方

政府對於家庭教會多半予以認可； 

（7） 三自教會發生變化：三

自教會雖為官方所主導的教會，但

在家庭教會的影響下，三自教會的

部分成員也開始積極爭取信仰自

由，並且，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的

基層成員也多有往來，在三自教會

的基層成員中也出現了轉換教

會、參加不同聚會的現象，這顯示

官方對三自教會之管控力日趨下

降； 

（8） 家庭教會的公開維權活

動：除了爭取信仰自由外，家庭教

會成員也開始提出某些公開訴

求，並建立組織化的行動。在《基

督徒維權手冊》中，家庭教會成員

提出信仰自由、傳教自由的要求，

並強調在社會弱勢群體受到權利

侵害時，基督徒應當為他們爭取基

本權利。《基督徒維權手冊》也強

調，基督徒不應當以「政教分離」

原則作為避開政治事務的理由，雖

然教會不應從事政治鬥爭，但對於

社會中種種不正義的現象，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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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積極地參與政治審議與爭

辯，從而避免基督徒在「政教分離」

原則下成為不正義的間接支持者

（頁 198-208）。 

 

  李凡指出，作為一種「社會運

動」，家庭教會的主體仍是下層民眾，

而基督信仰對於下層民眾而言，是肯

認人的價值：「許多原本在社會上沒有

地位的農民和下層社會的人士在加入

基督教以後，突然發揮他們自己從未

想到的作用，受到人們的尊敬，在傳

教的活動中又展現人的價值。」（頁

216）家庭教會也為下層民眾提供某種

社會流動的管道，使其能在一定程度

上因應社會的快速變動。此外，家庭

教會的維權運動以信仰自由與自由傳

教為主，並未觸及其他的社會問題，

因而其維權範圍有限。再者，家庭教

會的維權運動以不抵抗的非暴力運動

為主，可避免社會衝突的產生，這也

有別於其他社會階層之維權運動的形

式。又，家庭教會的組織系統屬於分

散的結構，沒有緊密的中心組織，家

庭教會許多時候仍以單個教會為主要

活動中心，然而，透過傳道人作為媒

介而建立起來的網絡關係，在某些時

候也使政府所面對的不是單個教會，

而是無數個教會。又，家庭教會不可

避免地存在著某些本土特色，故使政

府有時會認定其為邪教，但從另一面

來說，卻也有助於基督信仰與本土社

會文化的融合、調適，促進基督教的

擴展。另外，家庭教會具有積極的復

興與救世主義的色彩，強調基督徒應

當積極行動，使中國被帶進「上帝的

天國」（頁 215-218）。 

 

  值得一提的是，有別於其他宗教

由政府透過「由上而下」之體系進行

管理、控制，家庭教會的發展更具自

主性。李凡指出，家庭教會是目前中

國非政府組織中組織化程度最高、遍

及面積最大者，對中國未來的 NGO發

展可提供正面資源。另外，家庭教會

的維權行動也成為社會中重要的維權

力量，對中國民主前景可產生正面的

影響。不過，李凡提醒，假若家庭教

會的維權力量要能為中國自由民權運

動產生更大的影響，則必須使基督信

仰對於社會問題有更多的「介入」，並

對大眾所關注的問題提出解釋與因應

方法，以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此外，

家庭教會也必須「直接地」對政治產

生影響，雖就世界各國的狀況而言，

基督教對民主政治的影響是「間接

的」，但中國基督教在維權運動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故較具政治影響力（頁

223-224）。若家庭教會的維權行動僅滿

足於對於信仰自由的爭取，基督信仰

就無法在更大的程度上發揮公共影響

力，亦無法促進中國社會轉型。因此，

關鍵在於，是否能在既有的維權運動

中，推進基督信仰參與公共事務的討

論、爭辯能力，而使其成為具有公共

關懷的信仰實踐。 

 

黃劍波 

   

黃劍波在《都市裏的鄉村教會──

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一書中，

注意到城市中農民工的基督信仰問

題，尤其是對於農民工之信仰生活的

意義維度與政治、社會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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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劍波首先區分了中國教會的類

型。從城市化的角度而言，可首先將

中國教會區分為「鄉村教會」和「城

市教會」兩大類。「鄉村教會」多半屬

於獨立形態的教會，雖有部分「鄉村

教會」附屬於三自系統中，但其獨立

性質較明顯。至於「城市教會」，則可

簡單地分為「三自教會」及非三自系

統的「傳統的家庭聚會」（家庭教會）

與「新興的年輕專業人士聚會」（頁

47-48）。「傳統的家庭聚會」（家庭教會）

多半以 1949 年以前歸信的基督徒為

主，持守基要信仰，雖然其中也有部

分成員較為年輕，教育程度較高，但

仍維持較為傳統的形態。「新興的年輕

專業人士聚會」，則是 1990 年代以來

逐漸出現的新型教會形態，其成員多

以大學生為主，當這些大學生進入各

個行業後，則他們就成為專業人士，

使其成員組成與聚會形態與「傳統的

家庭聚會」（家庭教會）有別，且因受

高教育水平、年齡較低、收入較高等

因素所致，故較為關注社會文化使

命，如守望教會、錫安教會等（頁

48-49）。 

 

  藉由如上的教會類型區分，農民

工的教會選擇就值得探討。根據黃劍

波的調查，雖有不少農民工選擇大型

的「三自教會」系統，但因人數的增

加往往超過其負荷能力，資源相對稀

少，教會無法顧及農民工的屬靈牧養

與關懷。相較於三自教會系統，「家庭

教會」則因人數較少，彼此間的關切

程度高，故對於農民工而言較具吸引

力，亦有助於緩和面對城市生活的壓

力。然而，城市中的「家庭教會」與

獨立的「鄉村教會」之間存在著顯著

的差異，其差異來自於城市與鄉村之

生活形態、價值觀念的不同，農民工

難以真正地融入「家庭教會」中。此

外，就現實情況而言，「家庭聚會」的

人數較少，又受限於政治因素與城市

空間，因而難以負荷大量農民工的信

仰需求。另外，農民工也因其自身的

教育和社會背景，故對於選擇「新興

的年輕專業人士聚會」仍存在著許多

疑慮，而這些年輕專業人士也與農民

工之間存在著許多文化隔閡（頁

57-58）。 

 

  在黃劍波的調查中，關於農民工

無法融入「城市教會」的問題，他歸

納出六個因素：（1）生活習慣的差異；

（2）教育背景的不同；（3）個人性格；

（4）教會成員對於農民工的態度問

題；（5）信徒之間的交流與溝通能力

不良；（6）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的不

同。此外，黃劍波也提到「城市教會」

與「鄉村教會」間信仰傳統的差異，

前者受加爾文主義神學的影響，強調

關於真理的教導，較多地推動閱讀《聖

經》；後者則持守敬虔主義傳統，注重

醫病與趕鬼，偏重禱告（頁 60-64）。 

 

  從歸信的角度來看，農民工基督

徒體現出「實用主義」的信仰形式，

尤其是關於企求透過基督信仰來擺脫

疾病，然而，黃劍波進一步地注意到

「實用主義」以外，農民工基督徒之

信仰形態仍蘊含著更深刻的內涵。農

民工渴望城市生活，卻難以融入，形

成了巨大的壓力，在此情況下，教會

的講道資訊多半會強調「世上的苦難」

和「天國子民的榮耀」，前者強調基督

信仰可以成為人面對痛苦時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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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者則著重於對社會、身分、成就、

學歷、財富等價值的否定（頁 67-81）。

這種根基於「末世觀」之「前千禧年

主義」的意義詮釋，為農民工提供了

苦難中的盼望（頁 82-83）。 

 

  此外，黃劍波也注意到農民工信

仰所具有的政治、社會意涵，這部分

涉及信仰與自我價值的關係，其核心

在於「承認的政治」（ politics of 

identity）。農民工作為城市社會的邊緣

群體，在城市生活中常遭到許多的歧

視，但基督信仰卻提供了「平等」的

承諾，在教會生活中，農民工較能感

受到「被承認和尊重」，且教會成員彼

此間所構成的人際與社會網絡，使農

民工在被歧視的城市生活外擁有一建

構自我價值的空間（頁 88-90）。 

 

  從中國社會轉型的角度來看，農

民工的信仰形式可以提供某些思考，

黃劍波指出：「這個考察有可能對做為

社會邊緣群體的民工基督徒整體的行

為方式和社會生活，以至廣義上的民

間群體行為帶來一個不同的視角，從

而對於理解轉型中的中國基督教以及

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提出更為貼切的觀

察。」（頁 99）從意義維度來看，中國

社會當前的農民抗爭現象，可以被理

解為爭取獲得人格尊嚴與底線承認的

鬥爭，官方除了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

農民工的問題外，更應該考慮基本尊

嚴之維護（頁 99）。此外，黃劍波也指

出，從對農民工信仰形式的關注來

看，我們應當注意：「城市化對中國基

督教的影響絕不僅僅是信徒分佈意義

上的改變，而是有更多層面上的挑

戰，因此也應當有更深刻和廣泛的反

思，例如對城市本土教會那種菁英主

義的教會觀，教會中繼續存在甚至被

深化的社會經濟身分上的互相隔離，

鄉村基督徒進入城市生活後所面對的

生活世界的變遷和屬靈關懷方面及方

式上的差異，民工教會的神學傾向以

及崇拜儀禮方面的調整等方面的反

思。」（頁 121-122）就此而言，對於

農民工之信仰問題的反省，具有重要

的政治、社會意義，當城市化進程影

響了中國基督教的信仰形態時，則對

於農民工基督徒的關注，其實也意味

著一種基督信仰對於政治、社會事務

「介入」的可能，亦即，農民工基督

徒對於「承認」的要求，使得基督信

仰有可能擁有抵抗、質問城市化進程

之合法性的批判能力。 

 

連曦 

   

連曦在《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

間基督教的興起》一書中，處理了中

國近代以來民間基督教的課題，他強

調民間基督教強烈的末世主義色彩，

以及民間基督教與中國民間信仰傳統

之間的互動關係。筆者在此不擬全面

涵蓋連曦此書的內容，而僅就他對於

改革以降民間基督教之思考進行評

述。 

 

  連曦認為，中國官方對於非經登

記之教會的打壓，使民間基督教充滿

了「末世論」的信念，並「階段性地

導致一些新千禧年教派的產生」（頁

178）。綜觀 1960年代的地下基督教，

某些獨立教會組織對於正式的神學教

育的拒斥，以及「反律法」、「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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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態度逐步地加深。此外，家庭

教會也在內部形成明確的等級與精密

的組織結構，且信仰與崇拜的形式往

往受領導人的影響，其分支衍生的教

派也自成一體，不具穩定性。在改革

時代中，公費醫療保健的日漸弱化，

使得民間宗教的魔法與巫術強化了民

間基督教內部對於醫病驅邪的重視。

到了 20 世紀後期，「末世論」的影響

也逐漸深化，進而演化為對共產黨政

權的敵視（頁 179）。 

 

  1978 年以前，共產黨對於民間基

督教的打壓，並未使其活力完全消

逝。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雖然企圖

藉由三自教會系統來控管民間基督

教，但成效不彰，對獨立教會而言，

抵制三自教會反而更能夠確保信仰的

純淨性。此外，在農村中所逐漸加劇

的貧富差距、不安全感以及官員的腐

敗氾濫問題，「促成了一個焦慮不安且

充滿期待的弱勢階層，他們渴望精神

上的慰藉，隨時準備『千年國度』降

臨以帶來拯救」（頁 184）。因此，靈恩

式的信仰形式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伴

隨而來的是許多靈恩式信仰領導者的

出現及新興教派的出現。對此，連曦

指出，市場化的改革降低了鄉村中公

共醫療衛生服務，剝奪了人民公社所

能為鄉村民眾提供生活保障的能力，

而在城市中，外來工及國有企業的下

崗職工也失去社會安全網的保護，因

此，「宗教填補了政府所留下的空白」

（頁 199）。改革所促成的市場化的後

果，使中國面臨「意義危機」，各種民

間信仰競相爭奪意識形態市場，此

際，民間基督教所具有的「超越塵世

的精神及道德信念」發揮了「強化並

鞏固」為現代化所威脅的人們（頁

200）。基督教提供了對於苦難的詮

釋，並且預言了「這個墮落、不公世

界即將面臨的慘烈末日，讓人看到了

在將要來臨的『千年國度』裏得到徹

底拯救的希望。」（頁 200-201） 

 

  整體而言，連曦認為中國民間基

督教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在於：「蜂擁進

入教派基督教的廣大民眾得以在亢奮

欣喜中體驗上帝，擺脫那備受挫折、

充滿罪惡、毫無價值的自我，建立一

個從墮落荒蕪的世界脫離而出的歡樂

群體，並瞥見那即將來臨的千禧年的

救贖。」（頁 209）然而，對於中國基

督教是否能夠為全球問題帶來不同的

解答，連曦則抱持悲觀的態度，他認

為，中國的宗教信仰仍以佛教、道教

與民間信仰的混和形態為主，而「地

下教會所表現出的更大趨勢是吸收民

間宗教或被民間宗教所吸收而不是取

代它。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基督教現

在是、將來仍然是一種民眾的宗教，

遠離政治權力的中心。」（頁 211）此

外，對於那些基督教知識分子──包括

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律師、藝

術家及民主運動活動家──是否能為

中國走向公民社會的進程發揮正面的

影響，連曦也抱持懷疑，他認為，目

前沒有證據能夠顯示這個觀點的有效

性，甚至，他以反諷的口吻說：「人們

應該將這種由成功的都市基督徒組成

的家庭教會團體，視為並不比他們的

寶馬汽車更為普遍的現象。」（頁 212）

對於某些學者強調「市民身分基督徒」

與「知識菁英基督徒」將在教會內、

甚至是教會外促成民主進程的論點，

連曦認為，這些群體的人數仍然相當



長篇書評                     政治科學季評   2014 年 9 月 43 期 

 

11 

地少，因而無法對政治自由化發揮足

夠的影響力，並且，形塑中國基督教

樣貌的主體仍是城市與鄉村中的大眾

而非菁英階層的基督教（頁 213）。甚

至，他認為，即使當代中國文學藝術

作品中出現了「遁入基督教的救贖及

慰藉這些富有想像力的主題，那也只

是逃避現世所遭遇的殘酷現實而已，

無論它是民主夢想的破滅或是個人人

生的受毀。」這最多只能被視為是一

種孤立的抗議，而「不是充滿政治潛

能的戰鬥吶喊」（頁 214）。在連曦看

來，充滿最大政治潛能之處，仍在民

眾中間，歷史地看，中國傳統的「劫

變信仰」蘊含「末世論」的焦慮，更

表現出火山般的能量，但這種能量卻

無法通過合法異議得到排解，亦無法

在高壓政權下找到聲張正義的管道

（頁 214），假若中國官方無法進行根

本性的政治改革，則不能輕忽這樣的

可能性：「即一場重大危機可能導致宗

教異端和政治異端致命的相結合，從

而點燃追求太平盛世的革命熊熊烈

火。」（頁 215）不過，連曦也指出，

從歷史上來看，這樣的政治運動多半

與精英階層疏遠，故成功的希望甚

微，然而，為了疏導這種潛在的政治

能量，期許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將會

是較具建設性的方案，雖然目前仍看

不出有意義的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頁

215）。 

 

綜合評述： 

 

  在上述五種關於當代中國基督教

的研究著作中，筆者認為，可以區分

出幾種關於基督信仰如何促進中國社

會轉型的提案。在以下的篇幅中，筆

者將嘗試對這幾種提案進行評述。 

 

自由主義式的轉型提案 

 

王志勇、余杰的論述，著重於強

調基督信仰參與政治、社會事務的要

求，並明確地將基督信仰視為促進中

國民主化進程的正面力量。王志勇和

余杰都藉由基督信仰來思考當代中國

民族主義的問題，無論是針對三自教

會強調的「自傳」、「自養」、「自治」

原則，或是針對官方所促成之「傳統

文化熱」所彰顯的意識形態建構，兩

人的論述都具有批判民族主義的意

義。假若傳統文化無法恢復應有的活

力，則中國民族主義將可能掩蓋當前

的政治、社會等問題。對此，基督徒

必須參與政治、社會問題的爭論，為

中國民主化前景提供不同的視野與向

度。對王志勇和余杰而言，自由民主

社會必須以堅持人性尊嚴與基本權利

為核心，而惟有基督信仰能提供堅實

的思想資源。此外，王志勇批判馬克

思主義無法為人類的生存給予有意義

的解釋，僅能激起人與人之間的仇恨

與敵意；余杰則批判「和諧社會」僅

能作為掩蓋貧富不均和社會不平等的

意識形態，由此可見，王志勇和余杰

藉由基督信仰「介入」政治、社會問

題的討論，試圖揭示出意識形態與政

治、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係。再者，

王志勇和余杰所堅持之基督信仰對公

共事務參與討論的立場，也要求基督

信仰不應侷限於關注「屬靈」事物的

信仰實踐，而應該為中國社會轉型提

供思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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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余杰清楚地著眼於從西

方基督教傳統中挖掘出自由主義式的

政治構想，並呼籲基督徒應正視中國

民主化進程的課題，確實不失為重要

的實踐，然而，自由主義式的基督教

詮釋，是否真能使基督教信仰實踐具

有公共化的可能？的確，自由主義的

政治原則為基督教信仰實踐提供了公

共化的可能（即不僅確保了信仰自

由，同時也提供了基督教信仰參與政

治、社會爭論的空間），但若僅停留於

自由主義式的基督教詮釋，而無法從

基督教傳統中挖掘出更多的思想資

源，則筆者懷疑，王志勇與余杰所呼

籲的信仰公共化是否可能？筆者認

為，王志勇與余杰的提案，最多僅能

為中國民主化進程提供階段性方案，

若要使信仰走向公共化，尤其是針對

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之政治、經濟、

文化等諸多意義上之不平等問題進行

思考，自由主義式的基督教詮釋仍有

不足之處，並且，也很可能過分地高

估自由主義式信仰實踐的能力。v
 

 

NGO式家庭教會提案 

 

  李凡關於家庭教會的討論，著重

家庭教會具有促成「社會運動」的能

力與特質，透過維權運動爭取信仰自

由，使基督徒為中國政治民主化做出

一定程度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李

凡強調基督教能夠為中國帶來新思

想，使「政教分離」與自由民主精神

為政治民主化提供基礎。但是，正如

李凡也注意到，家庭教會的維權運動

目前仍僅聚焦於爭取信仰自由，對於

信仰自由以外、關乎個人其他權利問

題，仍有待更多地關注。雖然李凡的

思考也可被歸類為自由主義式的提

案，但不同於王志勇和余杰的是，李

凡從維權運動的角度強調，各不同的

家庭教會之間其實能夠建構起某種以

傳教實踐所形成之鬆散的網絡，而在

面對維權問題時，不同家庭教會之間

可以藉此鬆散的網絡凝聚出較大的社

會力量。對於中國未來 NGO的社會實

踐（如維權運動）而言，這樣的觀察

頗有啟發。vi
 

此外，李凡也注意到家庭教會能

夠作為基督教與本土社會文化相互溝

通的媒介，這個建議可以視為是不同

於以官方主導的中國文化復興或意識

形態建構的提案。從文化交流的角度

而言，不同於由國家所主導的文化或

意識形態建構，自然較具活潑性，當

然，這樣的實踐必須以自由主義式的

政治原則作為前提。再者，李凡也注

意到，家庭教會提供了肯定自我價值

的實踐空間，在一定的程度上，無疑

地緩解了當前中國諸多社會問題所造

成的負面後果。不過，正如李凡所言，

維權運動多半僅侷限於信仰自由的爭

取，但對於政治、社會問題的關注仍

顯缺乏，這意謂著，若家庭教會要能

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發揮更多影響力、

甚至有助於中國社會轉型的話，就不

能僅停留於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實踐

基督教信仰。 

 

農民工基督徒與平等的承諾 

 

黃劍波對於農民工基督徒的分析

中，注意到農民工基督徒的生存處境

與信仰形態的關係，並在農民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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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中看到關乎「承認的政治」的體現。

就此而言，農民工基督徒對於社會不

平等問題的潛在批判性可能應被更多

地重視，例如，在黃劍波的討論中，

他暗示農民工基督徒對於現有戶籍制

度與城鄉二元體制的批判意義。相較

於基督徒知識份子而言，農民工基督

徒受到教育水平與生活處境的限制，

是否具有足夠的權利意識不僅是個問

題，是否擁有相應的維權管道更是個

疑問，相較之下，在李凡或余杰所描

繪的基督徒維權運動中，農民工的身

影及其所能呈現的積極意義，似乎較

被忽略，而這可能與他們著眼於維權

運動有關。 

  黃劍波從「承認的政治」的角度

來分析農民工基督徒的信仰問題，其

中即蘊含著對城市化進程所造成之

城、鄉間價值觀念差異（包含某些歧

視的問題）的反省，這個思考方式或

與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在批判資

本主義體制時所關注的焦點有密切關

聯。「窮人的教會」不應被消極地理解

為中國基督教之若干信仰形態之一，

而應當從抵抗資本主義之技術宰制扭

曲人性的結構與機制、質疑資本主義

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角度來理解農民工

基督徒的積極意義，正如黃劍波所指

出，對農民工基督徒的研究，應可作

為我們反省「菁英主義教會觀」與教

會中存在的「被深化的社會經濟身分

上的互相隔離」等問題的資源。雖然

王志勇指出，馬克思主義無法為人的

生存賦予真實的意義，然而，這並不

意味著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政治經濟

學式的分析，也應當被拒絕，相反地，

如果馬克思主義視野下之政治經濟學

視角，可以提供有意義的分析，則我

們也許更能進一步地審視「解放神學」

所提供的思想資源，而不被侷限於改

革宗或自由主義式的基督教詮釋中。vii
 

 

中國政治改革與合法異議的表達 

 

  連曦的研究則使我們意識到，多

數中國基督徒仍屬於城市與鄉村的大

眾，同時，在連曦看來，多數大眾基

督徒仍然受到中國民間宗教傳統的影

響，強調信仰的靈驗性，並在「反律

法」的思維下呈現出「遠離政治權力

的中心」的特點，故難以對中國社會

轉型給予正面的作用。相反地，政治

場域的權力鬥爭甚至有可能與大眾基

督徒的政治潛能結合，使政治秩序變

得不穩定，故惟有建立市民社會才能

夠使這種政治潛能得到疏導。就此而

言，基於構成中國基督教的主體乃是

城市與鄉村的大眾的觀察，並且認為

基督信仰僅發揮了鞏固、而非取代傳

統信仰模式的作用，我們可以說，連

曦顯然並不以為「基督教與中國社會

轉型」這個命題是有意義的，應當思

考的反而是如何透過政治改革使中國

民間宗教所蘊含的政治潛能得以消

解，即建立「合法異議」的表達空間。 

連曦的研究雖呈現出中國基督教

的大眾特質，但他似乎過度強調中國

基督教受「實用主義」所制約而表現

出靈恩式的信仰形態，使他未能充分

考慮，在「實用主義」的詮釋外，信

仰者的信仰形態是否仍有某種「意義

維度」，從而豐富我們對於中國基督教

的認識。此外，連曦注意到市場化改

革的後果，以及國家未能貫徹社會保

障或社會安全的責任與中國基督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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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聯性，的確是個重要的觀察，

但他對於中國基督教似乎頗為簡化的

詮釋，使得城市與鄉村之大眾基督徒

並未能與中國社會轉型產生關聯。不

過，筆者認為，連曦強調政治改革與

「合法異議」之表達的重要性，其積

極意義在於，「合法異議」的表達意謂

著某種爭論空間的建立，因而具有維

權的性質。viii縱或多數的中國基督教信

仰形態的確如他所言，「遠離政治權力

的中心」，甚至可能使政治秩序變得不

穩定，但我們無法否認，在「合法異

議」的表達背後由政治改革所構築的

爭論空間，也可能為其所言之中國基

督教賦予自我更新或轉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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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順此，余杰批判于丹對於《論語》之「心靈

雞湯」式的解讀，認為只能鞏固中國國家主

義，卻無法解決人們關於終極關懷的困惑並扭

轉社會的道德頹勢，同時，官方推動為監獄囚

犯講說《論語》的做法，主張講說《論語》對

於維持監獄秩序之穩定的正面助益，其實也忽

視了對於監獄囚犯是否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

權利（頁 32-33）。 

 
ii
 不過，關於這個問題，余杰對中國在二十世

紀九十年代中期以降的新自由主義化所造成

的社會後果，以及某些與此相關的制度性問

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說明，甚至似乎因此而

使得他對於基督教如何參與中國社會轉型的

主張，充滿了現代化理論的色彩。限於行文脈

絡，在此僅能先提出此一問題，詳細的討論請

參見本文註 v。 

 
iii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余杰在批判華人教會

「非公共化」問題時，除了強調中國民間信

仰、靈恩式信仰形式、強調慈善與教育之社會

福音、以及官方對信仰的控制等因素外，對他

而言，這些因素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信仰走

向「個人化」，而若要能夠使華人教會發揮文

化、政治、經濟、法律等議題的參與能力，則

必須同時建立正確的「教會觀」，這意謂著透

過信仰力量的凝聚，而使「教會」成為一有力

的社會團體。對此，余杰說：「倘若擺脫”文

化基督徒“的舊習，破除毛澤東式的自我崇拜

心理、蘇秦張儀式的縱橫家思維以及士大夫”

唯我獨尊“的心態，走出二十世紀上半葉”社會

福音“的誤區，克服托爾斯泰和薇依式的”我是

基督徒而非基督教徒“的自義，以謙卑順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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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魚融入水中一樣融入教會，便有可能成為

被上帝所愛、為上帝所用的神國精兵。」（頁

76）筆者認為，這段話關於「文化基督徒」的

值得進一步分析，因為余杰明確地批判中國八

十年代後期出現的「文化基督徒」現象，但對

其意義卻做了不同的解讀。簡單地說，「文化

基督徒」大抵是指以研究（相對於教會性神學

之）人文性神學為主的鬆散群體，從教會的立

場而言，他們未必是「認信」意義上的基督徒，

但卻可以是認同人文性神學的一批人，並且，

人文性神學以思想研究、批判為核心，其不單

著重於嚴謹意義上的神學，同時也將對話的範

圍擴展至人文研究的領域，因而使其基本關懷

未必是以建構教會性神學、或以服務教會為目

的。因此，余杰對於「文化基督徒」的批判，

顯然是以對立於期待「教會」能夠成為具有凝

聚基督徒並促進社會改革之社會性力量的觀

點而提出的。然而，筆者認為，假若余杰僅強

調「文化基督徒」無法使教會成為具有社會性

力量的團體，而沒有認真地對待「文化基督徒」

的積極意義，則他將會忽略「文化基督徒」在

探討中國社會轉型所涉及之文化層面的問題

上，所提出的若干重要觀點。以被稱為「文化

基督徒」之一的劉小楓為例，他從人文性神學

的角度出發，提出「漢語神學」的概念，是為

了批判「現代性」，對他而言，「現代性」是

建立在民族主義、科學主義對於上帝之地位的

僭越的基礎上，為了維護基督信仰的超越性，

因此他從基督教的「神人關係」建構他對「現

代性」的批判（劉小楓，2008：1-112）。就

劉小楓之「漢語神學」概念的積極意義而言，

賴品超就曾指出：「這與激進正統派對現代文

化的批判和抵抗是相通的，二者皆是對所在社

會的文化霸權進行鬥爭。（中略）假如能夠認

可神學的使命或功能包含著對文化霸權的抵

抗與批判、甚至促進文化的轉型，文化基督徒

或從事漢語神學的學者就可以而且應該以教

會神學乃至教會實踐為工作夥伴；同樣，倘若

教會神學家能夠看到神學使命包含著對文化

霸權的批判與抵抗，也會看到漢語神學家是他

們的工作夥伴。」（賴品超，2011：66）因此，

就「漢語神學」或「文化基督徒」之基本關懷

而言，其實仍蘊含著不同於「非公共化」的實

踐，或許，對余杰而言，「漢語神學」或「文

化基督徒」對於中國民主化並未提出明確的論

述或方案，甚至未必參與教會，但就文化層面

的問題上提出某些抗拒文化霸權的思考、乃至

於對「現代性」的批判，都有助於中國基督徒

或中國教會思考中國社會轉型的問題。筆者認

為，賴品超的評論較為中肯，而余杰的論斷則

稍嫌武斷，且反映出其自由主義的立場。 

 

                                                                         
iv
  官方藉由《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與《國

務院宗教事務條例》來進行宗教事務管理，但

因條例中規定必須以官方為「業務主管單

位」，此規定與家庭教會所堅持的政教分離原

則相違。此外，條例中也規定，在同一區域不

得成立相同或類似的團體，此規定也被家庭教

會視為是對宗教信仰的打壓。再者，官方對於

宗教活動場所也有嚴格的管理，必須申請獲

准，方可進行宗教活動（頁 79）。面對官方此

種管理方式，部分城市家庭教會──如北京守

望教會──的成員積極爭取憲法所明定的宗教

信仰自由，並藉由創設教會網站與刊物、與海

外教會和機構來往與合作，積極參與公共事

務，使信仰公開化（頁 80）。除了北京守望教

會外，成都秋雨之福教會也積極爭取信仰自由

與信仰公開化（頁 86-96）。與此相應的是，越

來越多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對於公共事務參與

討論，他們雖非「代表」教會，但藉由參與公

共事務的討論，使公眾對於基督信仰和教會產

生正面的態度，對於信仰的公開化有所助益。 

 
v
 筆者所強調之不足之處，指的是：余杰大抵

上認為，基督信仰作為促成中國社會轉型的精

神動力，其推動社會轉型的主體必然是新興城

市教會中的基督徒。余杰的判斷，來自於他對

於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住宅商品化浪潮（此亦可

視為是九十年代中期以降新自由主義化）所造

成之後果的意義解讀：「二十世紀九十年中期

以來住宅商品化的浪潮，使得許多中年以下的

城市居民，自行購買私有住宅、選擇住宅小

區。儘管許多城市居民需要為此付出成為“房

奴”的代價，但這種新興的社區生活，不同于

原先由“公家”分配住房而導致“單位”對個人

生活的全面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個人的

隱私權與自由。」（頁 62）在這樣的背景下，

中產階級城市居民的出現，使得城市教會基督

徒群體的構成有所改變：「新興城市教會會眾

的主體，正是這部分知識儲備豐厚、人權意識

覺醒、經濟地位提升的城市中產階級。會眾人

員構成的改變，擴大了新興城市教會的社會參

與度與社會影響力。」（頁 63）由此可知，

余杰對基督信仰與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的討

論，充滿了濃厚的現代化理論的色彩。不僅如

此，余杰這樣的觀點，還應聯繫到他如何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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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在人

類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耶路撒冷”、“日內

瓦”、“費城”與“雅典”、“巴黎”、“莫斯科”是兩

個迥然不同的路徑與價值。新教入華兩百年

來，很少有中國教會接受清教徒的神學與實

踐，也罕有基督徒公共知識份子遵奉加爾文主

義。清教徒精神不僅在教會內部宛如空谷回

音，在世俗社會層面亦完全被啓蒙主義思潮所

遮蔽，由此造成教會和基督徒對中國社會的幾

次變革皆無能為力。」就此而言，假若余杰所

欲強調的是加爾文主義重視的「以神為本的民

主」（強調民主的基礎來自於人的罪性，因此

不會衍生出對人性或人民的過度樂觀，乃至于

國家、政黨或領袖的崇拜），進而由此設想中

國社會轉型的方向，則筆者認為，這樣的評價

似乎過於簡略，對於中國近代史上若干基督徒

思想家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也缺乏同情的理

解。「被啓蒙主義思潮所遮蔽」，是否能夠恰

當地解釋基督徒在中國社會幾次變革時的「無

能為力」？這樣的說法，是否其實也遮蔽了中

國近代史上若干基督徒思想家對於中國社會

問題之思考的努力？筆者認為，余杰的論斷並

不中肯，而且似乎蘊含目的論的色彩，就筆者

所知，曾慶豹對於幾位中國近代基督徒思想家

所做的研究，已指出他們對於中國問題的貢

獻，即使他們的立場並非出於改革宗，但他們

參與社會變革的爭論，則是不可磨滅的事實

（可參考曾慶豹（2012、2013））。余杰出於

對中國民主化的關懷，因此認為基督徒之改革

宗立場與否，決定了是否能夠使基督徒介入中

國社會轉型之爭論的能力，但他的論述卻以簡

化中國近代史上基督徒思想家的思想為前

提，因而也將決定了他如何理解中國基督徒如

何參與社會轉型的思想立場。筆者認為，這樣

的論述仍有討論的餘地。再者，余杰以美國幾

個重要的宗教團體對社會的影響力為例，說明

「清教徒精神的保守主義，是對美國普通人的

日常生活影響最大的一種意識形態」（頁 52）。

根據 Fareed Zakaria 的分析，即使是美國的保

守主義派基督教團體，也難以抵擋強大的民主

化潮流，美國基督教因此逐漸地迎合流行文

化，「過去 40年，美國最保守的基督教福音

派社會運動反抗現代民主文化，結果反而被民

主化完全征服了。」（Zakaria, 2005:234）其

中，「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正是 Zakaria

用以說明美國基督教之社會影響力受民主化

潮流影響而逐漸式微的重要例子，然而，這個

例子卻是余杰論證美國「清教徒精神的保守主

義」的佐證之一。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差異，

值得被更深入地檢討，而其中所涉及的問題也

頗為複雜，正如 Zakaria 注意到民主化或流行

                                                                         
文化對保守主義派基督教的影響，這點則是余

杰所忽略之處。 

 
vi
 「鬆散的網絡」作為維權運動、或其他社會

運動的形式，是否能夠不限於以家庭教會為主

的基督教群體中，甚至能夠擴展至不同宗教之

間在社會運動中的合作？筆者認為，這個問題

是更為關鍵的，否則，如何能如李凡所期待，

使家庭教會的行動模式成為中國未來 NGO 發

展的正面資源？要使「鬆散的網絡」不僅只局

限於家庭教會內部，甚至能與其他宗教相互合

作，一個可能的方法或許是不同宗教之間都能

夠走向公共化，即彼此都能發展對公共議題進

行爭論的能力，進而在不同的教義之間找尋可

相互參考之處，以建構某種共同倫理的共識，

使之成為共同行動的基礎。 

 
vii

 關於「解放神學」如何對當代中國基督教信

仰實踐產生啟發作用，可參考張憲（2009）的

討論。從張憲的分析來看，「解放神學」之所

以能對當代中國基督教信仰實踐賦予思考社

會轉型的思想資源，是因為解放神學家從馬克

思關於「異化」的看法及「人的本質」的洞見

中，進行深度的神學思考。解放神學家認為，

以神學的語言來說，「異化」即是「罪」，而

「罪」也深植於剝削的社會體制中；馬克思將

「人的本質」視為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合」，

解放神學家由此認為，人性的扭曲往往更多地

出自於「社會性」而非「個人性」的罪。因此，

基督宗教承諾的「新人」與「上帝國」，「成

了當今時代救贖和盼望的象徵」（張憲，2009：

322-323）。從「人的本質」即是「全部社會

關係的總合」的角度來看，農民工基督徒之信

仰形態及其意義維度，其實具有與「解放神學」

共同的旨趣，二者都著眼於從「社會性」的角

度來思考基督教信仰所蘊含的解放承諾，並

且，這樣的分析視角也提供了不同於自由主義

式的詮釋方式。「社會性」的概念指向了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既然「罪」更多地具有「社

會性」，則解放即應當被理解為人與人之間（乃

至於人與萬物、人與上帝之間）「正確關係」

的恢復。曾慶豹就認為，我們應從「關係的辯

證」來思考神學：「神學要全面展開它對世界

的態度和行動，首要的工作是先改變傳統神學

的思考典範，並將“意識”（精神、靈魂、心靈、

彼岸）問題轉為“語言”（互動、關係）問題。

神學是從“神說（啟示）“（Deus dixit）作為開

端的，充分地表現出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語言

轉向或語言典範的東西。神學是從”上帝之言

“到”上帝—人”的關係中展開它所有的論述。」

（曾慶豹，2011：9）筆者認為，黃劍波注意

到資本主義體制對於「人性」、乃至於對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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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基督徒之信仰生活的扭曲，而這無異於說

明，儘管我們期待中國基督教能有更多的生存

空間（如維權運動所關懷的那樣），但也不應

僵化地認為自由主義式政教關係的建立，就能

夠使基督教對中國社會轉型發揮重要影響

力。這不單只是呼籲中國基督徒應關注政治、

社會等問題，而是應該注意到，基督教內部是

否也受到了資本主義體制的影響，從而成為捍

衛資本主義體制的一環？以及，如果未能參考

從「社會性」或「關係的辯證」的角度來思考

神學的內涵，則基督教信仰的社會實踐又如何

可能？ 

 
viii

 雖然連曦從基督徒的數量分佈著眼，認為

基督徒知識份子欲藉由維權運動而促進中國

政治自由化的作用是令人質疑的，但我們同樣

也無法忽視，基督徒維權運動已受到一定程度

的關注，並產生對信仰自由之權利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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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ism: A Counter-History 

Domenico Losurdo 

季冶瞳 / 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在各種政治社會哲學流派與理念中，自由主義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說，它的核心理念幾乎型

塑了各種「主義論戰」的場域，任何一種主義，都

不免需要直接，或間接面對自由主義的理念體系，

提出擁護、修正或反對的立場，自由主義的霸權地

位幾乎形構了政治與社會哲學的根本地景。

Domenico Losurdo的《自由主義：一個反動的歷史》

（Liberalism: A Counter-History）是一部相當特別的

作品，它原則上並不評斷自由主義所提出的各種價

值，這就不同於其他以「反自由主義」為主題的作

品 。 

 

Losurdo考察的是：自由主義理念經歷三場自由

主義革命（荷蘭城鎮共和國反抗西班牙、光榮革命

與美洲革命）而降生，在其體系化之際，長期以來

都是個與其所訴諸「普世」價值格格不入的排他性

（exclusive）智識傳統，這個智識傳統極為嚴格地劃

定了一個排他性的神聖空間（sacred space），聲稱在

其中實現了自由主義的價值，諸如個人自由與限制

權力，而黑奴、勞工、非西方世界的種族、不被認

為有生產能力等等底層人民則被排除在這個神聖空

間之外。表面上，自由主義是一個普世性價值，但

在實踐上，在這些自由主義論述者、同情者乃至於

「大師」的思想中，都多少表達了對於自由主義價

值普世化的憂慮與反抗，易言之，是對此一神聖空

間，而非個人或自由的讚美，才構成了此一智識傳

統的特徵（p.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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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urdo關注的是這個「理念」與

「現實」之間的落差，正如他在此書

一開始的〈簡短的方法論介紹〉中強

調，他所處理的不是「純粹抽象的自

由主義思考」，而是「自由主義，以及

在其具體現實中的自由主義運動與社

會」（vii）。最為顯著的矛盾莫過於因

美洲革命而來，關於蓄奴制的論辯。

在美洲革命中，那些反對未經同意強

加稅收，自我標榜為自由捍衛者的建

國中堅，卻對他們在黑奴身上強加最

為專制與武斷的權力全無不安

（p.10）。事實上，擁有 40%奴隸的維

吉尼亞州在美國革命中舉足輕重，大

多數以自由為名發起反抗大英帝國的

作家都來自於該州，在美國建國後的

第一個 36年，來自該州的奴隸主，有

32 年的時間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

（p.12）。 

 

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倡導者 John 

Miller 尖銳地這麼評論：「有一些人高

談闊論政治自由，認為向他們自己徵

稅的特權是人類不可讓渡的權利之

一，但也是同樣這批人肆無忌憚地讓

他們很大一部分的同類淪落到不僅是

財產，而且是幾乎所有權利都被剝奪

的境地」（轉引自 p.11）。那麼，美洲

的革命者如何回應來自英國的批評？

反叛大英帝國的殖民者不是提出奴役

黑人的正當理據，而是強調英王在人

口交易中的首謀角色（p.29），將奴隸

制的過錯指向英國的貿易，在《獨立

宣言》的第一份草稿中，他們指責喬

治三世「發動了反人性的殘忍戰爭，

侵犯了一個從未冒犯過他的遙遠民

族…最神聖的生命與自由權，捕抓並

把它們運到另一個半球的奴隸制中」

（p.12）。 

 

黑奴地位並不只是倫敦與建國國

父之間互控的託辭而已，一方面，黑

人人權狀況在美洲革命之後越加惡

化，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美

洲的奴隸人口從 33萬成長到 300萬，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更是達到顛峰，超

過了 600 萬，非常諷刺的是，與這個

人對人擁有絕對權力，令人羞恥體制

的系統化相伴的，竟是一個逐漸蓬勃

的自由主義世界（p.35）。正是確立對

黑人與印地安人的優越，美洲的革命

者才感覺到自己跟倫敦的紳士們完全

擁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平等（p.301）。 

 

另一方面，黑奴的屈從地位也同

時在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中得到證成，

特別是有自由主義之父美稱的洛克，

洛克強調僕人與奴隸的差別，前者是

經過契約產生，主人對僕人的權力不

能超過契約所規定的範圍，而後者則

「出自自然權利，要則屈服於其主人

絕對的統轄權與專斷權…要則屈服於

完全的奴役狀態」，主人對奴隸卻有絕

對的控制與權力，乃至於「法定的」

掌握生死的權力（p.42）。 

 

僕人與奴隸的差別不是程度上，

而是本質上的。僕人與主人之間是一

個契約關係，但奴隸與主人之間卻不

是，更直接地說，他是主人的「物」。

Losurdo強調，自由主義的興起與種族

動產奴隸制（racial chattel slavery）的

廣佈是孿生產物（p.37）。自康士坦

（Benjamin Constant）以降，現代人（或

自由主義的）自由被描述與讚揚成不

受干擾地享有私人財產，光榮革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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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美洲革命固然神聖化了一個

由奴隸主所組成並主宰的市民社會的

自治，但如果把它當作是社群成員都

能共享的權力，在這個以私有財產為

基礎的市民社會中，奴隸主事實上可

以將法律上擁有的奴隸降格為財產

（p.97）。 

 

擁護自由主義跟擁有奴隸在歷史

現實變成一種相互扶持的現象，奴隸

主們享有的財富與閒暇，以及他們由

之獲得的自由主義文化，強化了驕傲

的階級自我意識，一方面，該階級變

得更不能容忍政治權力或宗教權威的

濫用（p.38），Losurdo 強調，建構與保

護自由人共同體神聖空間，比起反中

央集權與讚揚個人主義精神，更適切

地解釋了美洲的自由主義歷史

（p.301）。另一方面，這個弔詭的現象

又強化了自由主義思想對勞動大眾的

冷漠，以鼓吹「第三階級就是一切」

構思制憲權的理論旗手西耶斯

（Emmanuel Sieyès），曾冷漠地把工資

勞動者說成是工作機器與長有兩足的

機器，或始終像小孩一樣的大眾

（p.185），甚至還構思了一個奴隸的再

生產體系，一種能適應奴隸勞動的「人

形猴」（anthropomorphic monkey），白

人作為生產的指導者，可以居於社會

等級頂端，正當地奴役勞動者

（p.114）。西方文明嚴格且有效地理論

化並實踐了對權力的限制，但同時也

最成功地在最大範圍內發展了動產奴

隸制（p.310）。 

 

這是自由主義思想體系成熟過程

中一個很弔詭的現象，人的個體價值

與自由信念得到讚揚，但同時，卻也

同時證成人對人的絕對權力！這是個

偶然現象嗎？我們可以把這個矛盾視

為洛克個人的歷史限制嗎？事情沒有

這麼簡單，對黑奴問題的焦慮乃至於

反動論述，基本上構成了當時智識論

述的集體氛圍。同情黑奴者的思想

家，很弔詭地繞道又再次證成了絕對

權力。例如，亞當斯密構思了一個看

來有些弔詭，但在當代恐怕頗有既視

感的論點：比起自由的政體，奴隸制

在專制政府底下更容易廢除，而美國

內戰也似乎證明了這位偉大政治經濟

學家的洞見，是聯邦軍隊與臨時的軍

事專政體制，而非（托克維爾所看重

的）地方自治，廢除了奴隸制（p.6）。

除了奴隸問題外，亞當斯密也清楚地

意識到現代社會中存在奴隸制的殘

餘，也就是底層勞動的人民，像是煤

礦與製鹽廠工人，但亞當斯密卻同時

認定這種勞動是讓「沒有明顯作用的

人或許都能強制去工作」的有效管理

（p.68）。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孟德斯鳩，

除了暗示了奴隸制有其先天的地理成

因，特別是熱帶氣候（p.45）之外，孟

德斯鳩對於奴隸的態度固然比洛克寬

大，但他所著眼的不是奴隸的平等地

位，而是奴隸制的風險，他擔憂大量

或武裝的奴隸可能會威脅自由的社

會，他主張採取預防性的措施與對奴

隸「適度的」使用，防止一切可能失

控的風險（p.46）。同時，又了保護這

個自由主義的神聖共同體，孟德斯鳩

高度提防擴大普選參政權所帶來的風

險，他認為擴大普選參政權，讓平民

與貴族混雜在一起，公共的自由將變

成他們的奴役（p.253）。為了提防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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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體中佔據多數，又不屬神聖內圍群

眾的反叛，孟德斯鳩更主張在某些時

候，「不得不給自由拉起帷幕」，認真

考慮羅馬人的獨裁統治，這個值得讚

美的制度（pp.251-52）。從斯密到孟德

斯鳩，一種「專政」（dictatorship）論

述雛形，也伴隨自由主義體系對神聖

共同體的保衛而漸漸成熟，這包含三

種專政論述：文明對野蠻的專政，鎮

壓大眾顛覆的專政，以及在局勢僵持

部下時，強制由上而下必要改革的專

政（p.256）。 

 

一旦把這個自由主義神聖共同體

的理念運用到國際場域，無疑就是一

種西方中心論調。格老秀斯宣稱最正

義的戰爭首先是針對野蠻貪婪野獸的

戰爭，接著則是針對像野獸一樣的人

（p.22），這也是一個很弔詭的狀況，

格老秀斯一邊向荷蘭的自由人致敬：

他們用他們的反抗權，正當地掙脫了

專制君王的枷鎖；另一方面他又毫無

困難地證成了奴隸制，證成對非西方

世界種族戰爭的正當性（p.23）。戮力

捍衛個人自由而被奉為自由主義宗師

的密爾，也捍衛了西方對於其他「仍

未成年」種族的專制，而它們為了要

能在進步的道路上啟程，就不得不遵

守這個絕對的服從（p.7）。看起來，殖

民宗主國對「各個未成年種族」的監

護與專制，也同樣可以從自由主義體

系中得到支持。 

 

以上這些都這些在在說明了，在

西方世界，依據自由主義所建構起來

的政體理念，其實只是優等種族的民

主。Losurdo強調，我們必須徹底跟那

種主流自由主義發展史中從自由主義

到民主，從共享普遍消極自由到更為

廣泛承認政治權，「漸進且和平的轉變

神話」（p.341）說再見。自由主義的歷

史，與其說是一個理念的發展，不如

說是理念內部的鬥爭，乃至於現實生

活中反抗種種壓迫體制的結晶，

Losurdo這本清楚勾勒這些抗爭的「反

動史」，也無疑是對主流自由主義歷史

的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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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 

Jie Chen(陳捷) and Bruce J. Dickson(狄忠蒲) 

林峻達 /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碩士生 

 

     

    自 1970年代末期中共開啟經濟改革起，私營企

業在國家的引導下開始大量出現，這些私營企業對

中國 GDP、稅收及就業機會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貢

獻，甚至在 1989年時成為天安門群眾運動背後的支

持力量，例如四通集團公司創辦人萬潤南便在 1980

年代積極支持民間智庫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

以此智庫匯集了眾多支持民主的知識分子。天安門

事件後，私營企業一度遭到共產黨保守派的整肅，

但經改方向仍讓私營企業的數量及規模持續成長，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甚至於 2002年提出「三個代表」

理論，試圖更積極地將私營企業家納入共產黨的懷

抱。中共的收編政策成功了嗎？中國私營企業家是

否可能再度成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的角色？《國家的

同盟：中國的私營企業家與民主變革》（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正是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本書的主要研究發現便是指出，中國的私營企

業家目前仍不會成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力量。此發

現在既有文獻中看似並不特別，但本書的特殊貢獻

在於以更系統性的問卷調查及多變項的統計分析來

探索中國私營企業家的態度成因，以及態度對行為

的影響。在結構上，本書以七個章節來推演其論證：

第一章闡述其問題意識及理論脈絡；第二章描述了

中共改革開放政策及中國私營企業興起的歷史過

程，以提供本書必要的背景；第三章呈現中國私營

企業家與黨國之間的政治鑲嵌性（ political 

embeddedness），作者以此概念來說明擁有政治鑲嵌

性的人能夠獲得他人所沒有政治特權及經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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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共產黨及商會的成員資格來作

為測量此概念的指標；第四章則關注

中國私營企業家對民主的態度，並探

討民主支持程度和金融支持、政治鑲

嵌、黨國價值和政績表現這四個面向

之間的相關性；在第五章中，作者進

一步去探究中國私營企業家對中共政

權的支持情形，以及影響支持度的因

素；第六章則是檢視政治鑲嵌性及民

主價值是否會影響中國私營企業家的

政治行為；最後作者於第七章總結本

書的理論及政策意涵。 

 

    在探討中國私營企業家於民主化

中的角色時，樂觀派的學者大多基於

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所創造出

的新興私營企業家會傾向支持民主

化，以便確立法治及更開放的市場來

保障自身利益；而悲觀派的學者則從

問卷及訪談中發現，中國私營企業家

安於與國家保持密切關係以確保其既

得利益，從而不會支持改變政體。本

書的作者們在理論上傾向於後者的立

場 ， 他 們 承 繼 自 Alexander 

Gerschenkron 發展起來的國家中心論

傳統，強調後進發展國家常擁有強大

的國家自主性及國家能力，能夠直接

滲透社會以及形塑社會，也因此後進

發展國家中的新興民營企業家常會附

從於國家。立基於 Gerschenkron 的論

證上，本書作者進而提出三個待被檢

證的假設：（1）對於那些威脅他們既

得利益或挑戰黨國體制的政治變化，

中國私營企業家並不支持；（2）由於

和國家有密切關係和共享價值，中國

的私營企業家傾向支持現有政權，也

缺乏民主價值；（3）由於缺乏民主價

值，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傾向參與支持

現有政權的活動，而不會參與支持民

主化的活動（p.12）。 

 

本書的作者們認為，既有文獻都

仍受限於資料的代表性及方法的嚴謹

性，而他們所作出的貢獻便是獲得了

較具代表性的資料。本書的抽樣對象

主要為註冊過的私營企業。透過與中

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合作，本書於

2006 年至 2007 年間，在山東、江蘇、

浙江、福建及廣東這五個共占全國

70%私營企業的沿海省份進行抽樣，並

透過多段隨機抽樣法（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使這些樣本能夠具

有不同產業部門及不同經濟發展程度

上的代表性。此研究最後共取得了

2300 個樣本，並以匿名方式完成 2071

份問卷。作者也標榜在問卷設計過程

中，已經過測試，證明此問卷不會讓

受訪者因政治敏感性而影響其作答。

作者試圖透過這些經驗資料來回答

（1）中國的私營企業家支持政體轉變

嗎；（2）為何他們支持或不支持政體

轉變；（3）他們的政治態度和跟黨國

之間的政治鑲嵌性會如何影響其政治

行為。 

 

本書的問卷資料及統計模型呈現

出什麼樣的結果呢？首先，作者們於

第三章中呈現出中國私營企業家與黨

國之間高度的政治鑲嵌性：在所有樣

本中有 37.96%為黨員（p.52），遠高於

總人口只有 6%為黨員的比例，而且這

些紅色資本家大多是先成為黨員而後

再成為私營企業家，不過在南方省份

的黨員比率較低，例如福建為 25.3%，

廣東只有 20%（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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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章內，作者開始分析中國私營

企業家對民主的支持程度，對民主的

支持在此被概念化為（1）對競爭性選

舉的支持、（2）對多黨制的支持、（3）

對個人權利的支持。問卷結果顯示：

有 80.4%的樣本支持各級政府應以差

額選舉選出，76.6%的樣本支持鄉村基

層選舉應擴展到鄉鎮及區縣（p.73）；

雖然作者強調多數的樣本不支持多黨

制以及人民擁有集會結社的權利，但

敏銳的讀者卻也可以發現有 28.4%的

人不同意「一個國家如果有好幾個

黨，會導致政治混亂」（p.74），39.9%

的人不同意「政府領導者就像一家之

長，應該服從他們的決定」（p.76）。作

者在此章也透過多變項統計發現：獲

得銀行貸款越高者、對黨國越認同者

及對政績評價越高者，對民主的支持

度越低，但政治鑲嵌性和民主支持度

卻無顯著相關性。 

 

第五章則是呈現中國私營企業家

對中共政權的支持：在 0到 35的尺度

中，中國私營企業家對中共政權的平

均支持度是 28，高於中間點 21

（p.108）；且多變項統計模型顯示，雖

然政治鑲嵌的程度和中共政權的支持

程度有正相關，但解釋力並不大。反

而是主觀價值這個變項有較強解釋

力：對生活滿意程度高或對政府施政

表現正面評價高者，會較支持中共政

權；民主價值較高或對政府貪腐不滿

度高者，較不支持中共政權。統計模

型也發現，距離北京越遠的省份，對

中共政權的支持程度越低。 

 

最後，第六章的資料顯示，政治

鑲嵌性越高者，就越積極參與投票及

直接行為（如接觸或遊說黨、政府或

人大官員），民主價值較高者較不滿選

舉投票的結果，政治鑲嵌性較低或民

主價值較高者則較積極支持學術活動

和非直接行為（如接觸媒體或上訪）。 

 

本書所獲得的資料及統計結果是

否驗證了其假設呢？筆者認為，本書

雖在理論上支持國家中心論，反對現

代化理論，但其所獲得的統計結果卻

遠比其假設要來得複雜，從資料更衍

生出許多原有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

首先，本書的問卷資料及統計分析的

結果大致上能支持假設（1），亦即多

數私營企業家於 2007年仍支持中共政

權，但資料卻也顯示中國的確存在著

一群擁有民主價值並支持民主化行動

的中國私營企業家（p.128-p.130）。本

書的理論並無法解釋這些民主價值者

的成因，以及為何對中共政權的支持

存在地域差異。其次，問卷資料也顯

示，中國私營企業家對中共政權的支

持並非如假設（1）般在強度上毫無差

異，相較於軍事能力得到 95%的正面

評價，警察和法院的公正性卻分別只

有得到 64% 及 63% 的正面評價

（p.108），本書理論未能解釋中共的收

編策略在不同議題成效上的差異；再

者，原有的理論也無法解釋為何政治

鑲嵌性和民主支持度無統計上的相關

性，又為何主觀的價值因素對政權支

持度的解釋力會比政治鑲嵌性來得

大。是理論高估了政治鑲嵌性的重要

性？抑或是黨員及商會的成員資格不

是測量政治鑲嵌性最合適的指標？綜

言之，本書所呈現出的複雜現象，仍

需要一個更周延的分析框架來加以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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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設計及資料性質上，本書

也有一些值得討論之處，例如在測量

對民主的支持時，為何將民主概念化

為多黨制，並把題目設計成「一個國

家如果有好幾個黨，會導致政治混

亂」，而不以兩黨制的概念去設計題

目。此外，由於本書資料僅來自單一

時點，無法透過時序比較來判斷變化

趨勢，也因而無法瞭解所得結果是處

於穩定或不穩定的狀態，這或許也可

以說明為何作者在本書結論最後會總

結到：「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在目前也許

仍是國家的重要同盟，然而長期來看

他們的忠誠並不能被保證」（p.163）。

事實上，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於

2012 年發佈的《我國中小企業發展調

查報告》中便提到，90%以上的中小企

業實際上無法獲得銀行貸款（周小苑

2012）。若此為事實，則依據本書銀行

貸款與民主支持度有高度相關性的發

現，當前私營企業家對民主的支持度

很可能已出現變化。 

 

即便存在理論與方法上的限制，

本書的大規模資料對研究中國私營企

業家的政治偏好仍提供了重要的探

索；本書的統計結果也足以提醒中共

當權者，提高經濟表現及降低貪腐或

許比社會滲透更能維繫政權；而對於

關切中國民主化的讀者，本書則提供

了平衡悲觀命定論的豐富證據，也為

中國能否民主化的論辯提供了更為細

緻的討論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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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onistics: Thinking the World Politically 

Chantal Mouffe 

蕭育和 /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邁向一個基進的民主

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出版至今已近 20年，在

這段時間，兩位作者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慕

芙（Chantal Mouffe）各自接續這本「基進民主」奠

基之作，在不同的關鍵論題上各自發展。相比於針

對建構「政治本體論」（political ontology）理論的拉

克勞，慕芙更關注「民主」的當代意涵。慕芙這本

甫於 2013 年出版的《爭勝：政治地思考世界》

（Agonistics: Thinking the World Politically）集結了她

在《政治》（The Political）成書之後的論文，書如其

名，這個集子的論戰風格相當顯眼，慕芙的論戰對

象主要有二，一是與她同樣歸之於「爭勝性」思考

的政治論述；二是與她同樣歸之於「基進」思考的

民主論述，從慕芙在這兩條戰線上的「爭勝」，可以

更清楚地理解，她與拉克勞所發展出來的「基進民

主」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的立場與態度。 

 

    為了方便討論慕芙在兩條戰線上的爭勝，我們

可以將她對民主的思考分成本體論層次以及規範性

層次，在本體論面向上，在《政治》一書中，慕芙

指出「政治性」（the political）是人類社會與共同體

中一個無法消解與泯除的對抗（antagonism）面向，

而所謂的政治（politics）則是「在政治性所提供的衝

突脈絡中，一個秩序得以建立並組織人類的共存的

一套實踐與制度」1。正因為政治的對抗性面相無法

消解，因此所有既存的政治實踐與制度，都只是某

種「霸權」（hegemony），藉由一個特定要素（element）

接合（articulate）其他不同要素的暫定性結果，這個

霸權藉由排除對抗性要素，形構了一個整全的體系 

                                                 
1
 The Political,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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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f totality）。於是，要形構政

治的一致性（identity），就必須承認一

個能夠泯除對抗的社會是不可能的

（p.5） 

 

慕芙強調，對於民主的構想必須

基於這個對政治的本體論預設，對抗

無法消解，但可以被馴化（tamed）（或

者用本書的話來說，「昇華」）成爭勝

（agonism），對抗與爭勝顯然不同（但

究竟是程度上不同還是本質上不同，

則有待深探），至少在對對立者

（opponent）的構思上顯然不同，直接

用慕芙在《政治》一書的話來說，「對

抗是一種雙方為敵，並不共享共同基

礎的我他關係，爭勝則是衝突的雙

方，雖然認識到衝突沒有理性解決的

方法，但卻願意承認對手的正當性，

他們是對手（adversaries），而非敵人…

屬於同一個政治結社，共居於一個對

抗發生的符號空間…民主的任務就在

於將對抗轉化為爭勝」2。 

 

「將對抗轉化為爭勝」意味著什

麼？首先，它跟我們過去對民主的認

知似乎沒有扞格，我們所習以為慣的

民主，也就是慕芙說的自由主義式民

主，即是把民主當作一個透過特定且

非暴力程序解決衝突的場域，但慕芙

強調，自由主義式民主將政治設想成

一個中立的地帶，不同的行動者單純

只是在其中彼此競爭，卻忽略了一個

根本的問題：既有的政治體制是特定

霸權主宰的結果，政治性的對抗要素

並沒有在這個體制中消解，而只是被

排除，民主不應該自滿於既有政治體

制與遊戲規則，民主同時也是一個接

                                                 
2
 The Political, p.20 

合新的霸權，「深刻轉化權力關係」

（p.8）的可能。慕芙強調，「民主政治

特別之處並不在於克服我他對立，而

是建立我他對立的各種不同方式」

（p.9）。 

 

易言之，慕芙所強調的民主並不

是一套具體的制度安排，也不是一種

特定的理念，而是一種霸權式接合

（hegemonic articulation）的邏輯，它

承認了既有制度正當性的偶然，也對

不同霸權接合的可能保持開放，在承

認對手及與之爭勝的開放可能前提之

下，消弭了對抗，這是民主的最大挑

戰，「多元民主政治的主要挑戰就是試

圖化解存在於人之關係中的潛在對

抗」（p.6）。如此理解民主的方式，將

是慕芙與受尼采與鄂蘭啟發，其他「爭

勝論」者的最大區別。這裡的關鍵爭

點是：如何理解多元（plurality）？ 

  

慕芙首先批判的第一個爭勝論者

是霍妮格（Bonnie Honig），霍妮格受

鄂蘭啟發，將爭勝理解為對特定議題

與認同的去本質化論爭，「公民被鼓勵

維持其政治與理念的開放，並駁斥任

何企圖為之畫下句點的嘗試」（p.11），

慕芙的批評非常直接，「我並不認為可

以單純從對議題或認同的不斷論爭，

就能設想爭勝式抗爭的本質」，她所強

調的是，民主不只是一種解構「本質」

的實踐，同時也是一種「再本質化」（自

然是具有偏差的霸權運作後果），「我

們也需要理解霸權式接合與挑戰既有

存在的必要，以及建構新的接合與制

度」（p.11）。只看重民主在實踐上的解

構作用，無疑忽略了民主作為接合新

霸權實踐的可能，慕芙強調，「爭勝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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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不應該完全把重心放在解構『誰』

（who-ness），以及各種認同的增生

（proliferation of identities）」，而付出

追問「作為公民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的

問題」的代價（p.12）。 

 

慕芙第二個爭勝的對手是康諾利

（William Connolly），康諾利受尼采啟

發，提出「爭勝式尊重」（agonistic 

respect）的概念，它來自於對為認同而

鬥爭的共享存在性境況，以及為對我

們有限性的認知所形塑（p.13），比之

慕芙的爭勝論，康諾利的爭勝論受尼

采啟發，更強調力與力之間的彼此抗

衡與衝突，而這也是慕芙異議之處，

慕芙這麼問：「所有的對抗都能夠轉化

成爭勝嗎？所有的立場都可以被當作

正當，而在爭勝式抗爭中被包容嗎？」

（p.13）。慕芙對康諾利的這個疑問，

點出了兩個關鍵的問題：第一，作為

一種具體化的制度與規則，民主固然

在表面上體現了彼此衝突的多元，但

慕芙作為一個爭勝論者特別之處在

於，她並不將這種表面上的多元視為

素樸的多元，慕芙強調的是，讓這些

素樸的多元得以存在的民主，有一個

排除對抗的前提，真正的民主實踐不

是在這個前提之下，「放進」更多的多

元（無論是訴諸異質性的認同或對爭

勝的尊重），而是讓對抗以對手的姿態

回歸，徹底全面地質疑既有制度與規

則的正當性，也就是說，用「政治性」

（the political）來重新構思「政治」

（politics）。慕芙強調，鄂蘭與尼采都

忽略了所有的政治抗爭，都有一個再

建構的面向：在民主需求之間建立等

同之鍊（chain of equivalence）以構建

另一種霸權（p.14）。 

 

第二，如果慕芙反對將爭勝式民

主的基礎，建立在純粹的力與力對抗

關係之上（如同康諾利的提法），如果

慕芙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對抗都能夠轉

化成爭勝，那麼慕芙就暗示了其民主

論述，存在一個規範性的層次。這個

規範性層次一方面與她對民主作為霸

權式接合邏輯的構思有關，通過對康

諾利的疑問，慕芙一方面否認了直接

以對抗姿態現身的多元性抗爭，從對

抗到爭勝，不僅僅只是認定既有的霸

權秩序純屬偶然，同時也是承認其他

霸權計畫的正當；另一方面也是指出

表面上的多元爭勝，不僅僅只是個體

性的相互尊重問題，也是政治集體性

之排除性建構的問題。這也是慕芙在

書中對另一個對手──諸眾式民主的

異議。 

 

慕芙將自己的爭勝式民主論述稱

之為「與制度交戰」（engagement with 

institutions），從而有別於，主要由奈

格里（Antonio Negri）所發展的諸眾式

民主「從制度抽離」（withdrawal from 

engagements）論述（p.65）。在從制度

「出逃」（exodus）的諸眾式民主論述

中，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從不

同權力佈署與機制所綿密構成，以創

造與調節生活實踐的規訓社會

（disciplinary society），到由各種直接

組織公民身心，以生命政治為典範

的，控制的社會（society of control）

（p.67），為諸眾抵抗帝國提供了條

件。作為一種社會關係網絡，諸眾表

述社會關係的建立，一方面用以表述

當前世界下「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與生命政治生產的社會狀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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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相對去中心化，個體之間彼此更廣

泛相互連結的後福特主義社會；另一

方面，諸眾表述了生成政治集體性的

根本邏輯：一種不能被具體政治制度

限制的「共性」（commonality）的建構。

任何關係的建立（甚至瓦解）都表述

了另一個新的共性的生產，同時任何

具體的制度都無法完全耗盡諸眾自我

生產的活力（vitality），奈格里強調，

重點不是任何集體性的制度性後果

（任何意義上的組織），而在於這些制

度性後果背後社會性網絡的建立。 

 

諸眾式民主相信新的社會科技條

件使得日常生活中社會關係有了重新

政治化的可能，諸眾就是這麼一種透

過全面對抗而生的全新政治主體：一

個不同於做為意志主體的人民（透過

民主機制）、不同於做為通過某個訴求

而連結的群眾（透過民粹運動），它是

一種去中心化，自我生成的政治主

體，一言以蔽之，諸眾式民主所籲求

的是，從制度中抽離以培力諸眾的自

我組織（p.71）。但對幕芙而言，從規

訓社會到控制的社會，或者說從福特

主義到以內生性（immanent）勞動為

主的後福特主義，不能夠從工人對抗

剝削過程，素樸的力與力對抗的單一

邏輯來理解，這個過程是一個各種因

素相互接合與構連的複雜過程。幕芙

援引 Luc Boltanski 與 Eve Chiapello 的

《資本主義的新精神》指出，資本家

將 60年代自主（autonomy）運動的訴

求，將之運用在後福特式網絡經濟的

發展，從而將之轉化為新的控制形

式，在這裡，本具有顛覆潛能的主張：

諸如尋求本真性、自我管理的理念與

反層級化措施，都被拿來推進新的資

本調節模式，這個既有論述與實踐的

論述性再接合過程，是主張抽離制度

論者所忽略的（pp.72-73）。 

 

慕芙這本小書事實上並沒有對其

過去的政治理論有更進一步的闡揚，

其價值在於透過對其他爭勝論對手，

以及對諸眾式民主的「爭勝」，我們可

以更深刻地理解慕芙「爭勝式民主」

在本體論上的主張，以及在規範意義

上的策略主張。在由「佔領」與多元

化身分認同攜手同構的當前政治氛圍

中，慕芙不懈地主張直接面對政治，

重構新霸權的可能與必要，拉克勞在

新作《社會的修辭性基礎》（ 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中對

於自主運動的評論，或可總結她們兩

人自《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成書以

來，絕不退卻的爭勝立場： 

 

假如無法搭配霸權的垂直面向，

自主的水平性面相僅就其自身將無法

帶來長程的歷史變革，也即，國家的

基進轉型。3
 

 

 

 

                                                 
3
 The Rhetorical Foundations of Society,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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匱乏：中國到底還缺什麼？ 

馬暘、葉文斌 

謝陶陽 /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 

 

     

    中國的崛起（emergence）已經不是新聞，輿論

主流鼓吹的基調是中國的崛起（或者「和平」崛起，

或者─用緬懷帝國榮光者的話來說─中國的復興）與

全球秩序的大轉變，「崛起」一詞通常帶有情感投

射，它可以是某種夢想（例如說不太清楚的「中國

夢」）的實現，或者是對一種新威脅即將產生的投

射。在這本反潮流的《匱乏：中國到底還缺什麼？》

（In Line Behind a Billion People: How Scarcity will 

Define China’s Ascent in the Next Decade）書中，兩位

作者馬暘（Damien Ma）和葉文斌（William Adams）

並不販賣夢想，也不兜售恐懼，而是深究在崛起的

表象之後，在中國社會治理方方面面中，層出不窮

的「匱乏」（scarcity）。 

 

該書所稱的匱乏，從最具體到最抽象，共可分

為經濟匱乏、社會匱乏與政治匱乏三個面向，全書

也依據這三個面向，分成九個章節，在經濟匱乏部

分，作者討論的是中國的資源、糧食與勞動力問題；

而在社會匱乏部分，作者關注的是福利、教育與住

宅等社會安全問題；政治匱乏部分，作者則分別討

論意識形態、價值觀與自由三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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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匱乏部分，作者指出，中

國過去用以推動經濟高速成長的「熊

貓模式」─用高耗能產業來維持經濟發

展的資源密集發展模式─是以犧牲自

然資源與永續環境為代價的，讓本應

是能源大國的中國，甚至得高度依賴

能源的國外進口。作者認為，資源匱

乏的問題在中國成長模式開始轉而注

重國內消費後，恐怕也不會有顯著的

改善，因為中國的消費者所需求的，

依然中國原先用以支撐經濟發展的資

源密集型商品，同時作者也警告，由

於高度依賴國際進口資源，這些中國

產業一旦發生危機，將會影響全球經

濟。 

 

而糧食匱乏的問題，也一直是中

國經濟發展的沉疴。這個問題在經濟

高速發展時更成為一大隱憂。一方

面，高速發展帶來的大規模都市化，

吞噬了大量耕地，而農業技術又未能

跟上腳步，而都市化也將加入對水資

源的激烈爭奪，城鄉部門對資源的爭

奪為中國的糧食供給埋下隱憂。另一

方面，中國在食品生產與安全體制的

落後，也使得糧食匱乏的中國問題，

「全球化」外溢成全球問題。 

 

而龐大的廉價勞動力，過去一直

是支撐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作

者認為，中國正逐漸從「人口紅利」

轉向「人口後遺症」（ demographic 

hangover），適齡的勞動成長無法跟上

經濟成長的需求，而減緩的經濟成

長，加上因為勞動人口的老化帶來的

投資縮水，又造成了治理部門在處理

勞動力矛盾，建構社會安全網種種問

題上的力不從心，一旦社會矛盾被激

化，這個已然透過非傳統媒介（像是

網路）而初步連結起來的新農工世

代，會對中國造成什麼重擊呢？ 

 

經濟匱乏的問題從來都不會只是

個別單一的，如作者一再強調，有許

多現象可見端倪，中國的經濟匱乏問

題已經外溢成全球問題。而社會匱乏

的問題，也是經濟匱乏問題的延伸。

對經濟成長的執迷性追求，以及過程

中不均等的成長，讓廣大的中國平民

承受了發展的代價，卻未蒙受成長的

利益。在日常生活中，他們要承受殘

缺不全的社會安全網，中國醫病糾紛─

甚至演變成流血衝突─在近年來急遽

上升可見一般。而過去為了降低治理

成本的城鄉區分，正隨著大規模的流

動，逐漸成為社會隱憂，在原本應該

是促進社會流動的教育問題，城鄉區

分的社會治理體制，甚至成為衝突的

元兇。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住宅問

題上。房產部門曾經是中國為了經濟

高速成長，迅速吸納資金的部門，代

價卻是攀高的房價。公私部門在房產

議題上的勾結，假開發與繁榮之名的

徵地與公然掠奪，更非常有可能是壓

倒社會安全的最後一根稻草。 

 

初看之下，中國在經濟與社會面

向上的匱乏其實並不特別，有些類似

杭亭頓對政治發展問題的看法，杭亭

頓對現代化理論中「整體現代化進程

與政治現代化之間的正向關係」此一

命題提出不同的回應，他認為，現代

化並不是一個平順前進的過程，他用

「社會挫敗」（social frustration）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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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社會動員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現代化的常態往往是經濟發展的成果

並無法完全滿足社會動員所產生的需

求，而此一社會挫敗如果無法透過足

夠的流動機會紓解，就會導致政治參

與的增加，從而對制度化程度不夠高

的政治制度造成負擔。看來，中國目

前的匱乏問題，似乎也是政治制度化

─也即「維穩」的問題？ 

 

「維穩」日漸龐大的開支（甚至

超過軍事支出），似乎說明了治理部門

正在為經濟與社會匱乏帶來的惡果償

付成本。關鍵的問題是─來到本書作

者最有爭議的判斷─中國的政治維穩

也出現匱乏了嗎？作者在政治性匱

乏，也即意識形態、價值觀與自由三

個面向上，都強調了執政當局對政治

維穩的高度需求，以及隨著經濟成長

所導致的後物質虛無主義，兩者之間

的落差。有時候，作者有過度的評估，

例如後物質主義的需求，例如對深層

生命意義的渴求有可能尖銳化當局與

人民之間的衝突，為中國的維穩政治

格局帶來挑戰，這種基本上是現代化

理論變種的論調。有時候作者也有不

太有根據的推論，例如一方面指出沒

有多少中國擁護西式民主，但又強調

有許多人可望基本自由：例如言論、

出版、遷徙與思想等等自由，黨國體

制對於自由控制的希求，將日益與中

國逐漸浮現的中產階級利益衝突。這

種完全套用粗糙現代化理論的論調，

對於理解綿密複雜的維穩網絡與政治

議題，其實沒有太大幫助。 

 

但這並不是說作者對於政治匱乏

的觀察全部都是錯的，在該書中非常

詳細地博引了近年來種種中國底層勞

動人民的反抗，乃至於邊境的族群衝

突，以及作者非常看重的，人民在中

國當局事實上無法完全封鎖的網路世

界上的聯繫與串連，這些政治現象都

確實在在說明了中國執政當局在治理

能力上的相對匱乏，但作者中國人民

在價值觀上的可能質變，著實投射過

多的情感，甚至，也幾乎隻字未提中

國當局在動員人民政治情緒上的著

力，例如煽動反日情緒等等。 

 

總結地說，本書雖然不是高度學

術性的著作，但從對中國當前治理現

實的旁徵博引中論稱的匱乏，卻頗具

啟發。匱乏在本書中首先指涉的是中

國當局在社會治理能力上的不足，但

另一方面，作者也不斷明示與暗示，

一個被匱乏拖垮的中國，對於整個世

界政治與經濟秩序，恐怕都有很大影

響，如果要說中國的崛起，與「全球

政治經濟秩序重組」有任何干係，那

麼這個被匱乏所累的中國─一個在主

流輿論界中看不到的「中國」，恐怕是

另一個我們更需要認清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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